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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贵州乡村的借贷利率虽有波动,但普遍居高不下,军阀主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三个时期的利率水平与全国平均值比较,分别呈现出偏高、持平和偏低的特征。政府试图通过法律法规和创建新

式金融机制等方式平抑民间借贷利率,但成效不彰,其中最大困境在于借贷利率的调控者多系放贷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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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民国时期首位经济学女博士张肖梅指出:“黔省负债之户,几占全省总数之百分之七十,以农民尤为普遍”,开阳负

债之佃农“几占百分之百。”
[A18]

由此足见贵州乡村借贷问题之严重。 

目前,民国时期的民间借贷或乡村借贷问题,已经取得了不俗成绩(1)**。就贵州而言,刘万铮梳理了民国时期贵州各地典当行之

概貌[2],戴斌武探讨了民国贵州高利贷盛行的原因[3],安尊华则运用清水江文书,考察了天柱县高酿镇木杉村的民间借贷情况[4]。但

总体看,贵州乡村借贷利率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主要以调查统计资料为基础,通过与全国平均利率比较,考察军阀

主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阶段贵州乡村借贷的利率水平和演变趋向,进而指出社会中上层作为放贷主体,其治理措施势必

徒具空文。 

一、贵州乡村借贷利率嬗变 

1、军阀主黔时期的乡村借贷利率 

1929 至 1930 年,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分别对渝柳线川黔段、湘滇线云贵段的经济社会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

调查,前者涉及桐梓、仁怀、湄潭、遵义、紫江、修文、息烽、瓮安、贵阳市、贵阳县、清镇、龙里、贵定、平越、麻哈、都匀、

八寨、三合、独山诸地,其调查报告将农民借贷划分为借银与借米两大类型,认为借银的普通利率最高为 30%,最低为 15%,普通为

20%,而借米最高利率为 50%,最低为 20%,普通为 30%[5]47。后者则覆盖宣威、瓮安、余庆、铜仁、印江、省溪、江口、思南 8 县,

其调查报告亦将农民借贷分为银息与米息两类,“银息最高为月利 3 分,最低月利 2 分,普通为月利 2 分半。米息最高为 5 分,最

低 3 分,普通 4 分。借贷多以田地屋宇作抵,但是信用卓著者得以免除抵押手续……贵阳等处最高利息为月利 6 分”[6]98。若将后

者调查数据月利率转换为年利率,则分别为银息最高为 36%,最低 24%,普通为30%。米息最高为 60%,最低 36%,普通 48%。 

铁道部的调查虽然比较精确,但难以显示地区差异。根据 1934年贵州 20县农村借贷利率的调查报告,从最高年利率看,凤冈

最低,仅 30%,而麻江、八寨和德江三地最高,为 120%,相差 4倍,台拱、永从、镇宁、平坝、安龙、普安、兴义和关岭八县均为 60%,

与平均利率 62.9%比较接近。从最低年利率看,安龙、安顺、德江、永从、八寨和麻江六县位居首位,为 36%,凤冈最低,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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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川、镇宁、平坝、普安、兴义、关岭和大定七县均为 24%,与平均利率 25.7%比较接近。从普通年利率看,天柱位列第一,高达

60%,瓮安与遵义两县最低,为 24%。务川、八寨、台拱、镇宁、平坝、安龙、普安、兴义和关岭九县均为 36%,仅略低于平均利率

36.95%
[7]
。 

贵州民间借贷与鸦片贩种关联甚密。宓公干于 1936 年指出,“边地人民,困于贫穷,虽饮鸩止渴,剜肉医疮,亦所不惜。汉人

遂大投其机,向边民做高利贷之营利。”他特别指出“放烟利”的利率情况:“每年霜降后,汉人即进夷方,卖土布针线等,贫民即

向其借贷,每借 1 元,至次年春,新烟土上场,除借本外必须加烟 1 两,名曰烟利。亦有仅付利而其本金留待次年新烟土上市者,则

烟利更加倍。倘本利具欠,则将烟利折合市价加入母本,二三年后,倘烟市涨价,则子大于母五六倍,乃至七八倍者,间亦有之。”[8]59 

货币借贷与实物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虽无固定转换比率,但利率一般较高。大体而言,谷价低时将钱折谷,谷价高时则将谷折

钱,最高时可达本金 20倍。如台江县巫脚交苗寨张九郎曾借大米一斗五升,1年之后,本息共折合为银元 30元,当时大米最高价格

为每斗 1 元,增长了 20 倍,因为“天灾,谷价一度剧烈波动,高利贷者借此机会进行盘剥”[9]20。据近人张洪绩的说法,“粮食借贷

之发生,多由于农民无米为炊,急需粮食果腹;或因春耕时节种籽缺乏,急于需要粮食播种,俾得持续下期的收成”,“旧历二三月

间借谷1石,到 8月秋收之后,连本带利,必须偿还 2石,甚或 3石”,“粮食借贷也有照市折价归还的,其价格之折算,有所谓‘照

起不照跌’的一个法则。即当折算时,若粮食价格较之借出粮食后的任何时期为高,则其折价自然是以此时为准,否则,必须另择

以前的某一较高或最高时期折合。”因此他认为,借粮农民因价格变动而“吃的亏也是很大的”[10]。可见实物借贷比现金借贷更

加复杂与不平等,尤其“照起不照跌”或者“借钱还粮”等习俗,利率太高,农民很难偿还,往往被迫将抵押物给予债主。 

为了明确这一时期贵州乡村借贷的利率水平,可将其与全国情况进行比较。 

表 1 1934年贵州民间借贷利率 

省名 报告县数 报告次数 
各种借款利率所占之百分率 

10-20% 20-30% 30-40% 40-50% 50%以上 

贵州 21 31 - 15.2 65.5 12.9 6.4 

全国平均 871 - 9.4 36.2 30.3 11.2 12.9 

 

资料来源: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农业经济科编:《民国二十三年农情报告汇编》,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特刊,1936 年第 13

号,11 页。 

上表显示,这一时期贵州乡村借贷利率65.5%都集中在年利率30%-40%之间,而全国平均利率则大多集中于20%-30%,可见贵州

乡村借贷利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超过全国平均值两倍。 

2、抗战时期的借贷利率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量资金涌入贵州,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金供求的紧张关系,促使全省利率相对稳定。“湘桂各地行庄工厂

纷纷迁来筑市,游资亦大量涌至,金融市场于是骤趋活跃……游资直斥市面,渝昆等地又汇到大批款子,来抢购物资……以战争关

系,对放款仍取谨慎态度,利率并未下跌”
[11]

。遵义桐梓一带,尽管最高利息偶有高达 5至 10分者,但普通月利多为 2至 3分
[12]

。 

1940 至 1941 年,根据桐梓、赤水、安龙、湄潭 4 县月利率的调查结果,无论是最高利率、最低利率还是普通利率,安龙均位

居首位,最高利率高达20%,桐梓最低,仅 2%,相差 10倍,安龙最低利率超过桐梓 3倍,普通利率则是其他 3县两倍[12]。与现金借贷

相比,实物借贷往往利率更高,借贷期限较短。下表显示,从 1940 和 1941 两年的情况看,贵州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户存在粮食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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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在信用、保证、抵押三种借贷类型中,1940年的比率分布相对均衡,但次年则发生显著变化,抵押借贷高达 55%。借粮还粮

的利率变化幅度较小,但借钱还粮利率则大幅度上升。抵押借贷攀升,从一侧面说明战时环境下民间信用的相对下滑。 

表 2 1940、1941 年贵州农村粮食借贷表 

年份 借粮农家％ 
借粮方法％ 借粮还粮利率％ 借钱还粮利率％ 

信用 保证 抵押 3个月 6个月 6个月 

1940 年 35 29 33 38 26 41 47 

1941 年 35 27 18 55 24 42 52 

 

资料来源:农业经济系:《民国三十年各省农村金融调查续表二》,《农情报告》,1941 年,第 264 页。 

为了显示抗战时期贵州乡村借贷利率水平,仍将其与全国进行对比。详见下表。 

表 3 1941年贵州农村现金借贷月利率 

 报告县数 借款农家％ 
放款利率（％） 

信用 保证 抵押 合会 合作社 

贵州 50 48 1.5 1.9 2.3 2.2 1.2 

全国平均 693 51 1.8 2.1 2.2 2.0 1.2 

 

资料来源:农业经济系:《民国三十年各省农村金融调查》,《农报》,1942 年 10-15 期,第 262 页。 

上表显示,抗战中期贵州的借贷利率与全国平均值差异较小。1941 年贵州 5种借贷形式月利率在1.2%至 2.3%之间,而同年全

国平均值分布在 1.2%-2.2%。其中信用借贷月利率为 1.5%,低于全国平均值 0.3%,而利率最高的抵押借贷利率也仅比全国平均值

高 0.1%。这不仅与抗战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利率水平的情况已经不同,而且利率水平也相对有所下降。 

3、解放战争时期的借贷利率 

抗战胜利之后,内迁资金、生产设备、人力资源离开贵州重返中东部,加之内战复起,国民经济趋于崩溃,贵州借贷利率也随

之暴涨。1946 年,镇宁农户“受富户之重利盘剥,有 10000元,月息至 2000 元者”[13]。 

根据 1948 年《兴义县志》记载,普通贷款大致分为年息和月息两种,“年息以 1 年为期,月息以 1 月为期,利率通以 2 分计,

过此则属重利,至抵押之利率,长者以月计,短者以场计(6日为一场),系一种临时之贷款,利率较高,3分至 4分不等。”高利贷亦

分两种,一是临时抵押,“以货物为准则,限期 10 日或 1 月,其利率每在 20 分以上。过限,货物则归放账人所有。”二是临时借

款,“以场计息,亦须货物抵押,其利率月息达 30 分以上。此外,则属于长期贷款,概以年息计,抵押则以不动产或租谷纳息,但遇

岁歉,农民无法偿还,此种利率影响与佃农及小贩甚大”[4]。因此,兴义普通利率多为年利 20%-24%,抵押借贷每 6 日结算,利率达

到 3%-4%,年利率约为 180%-240%,但此种利率仍被认为是普通利率,抵押借贷年利达到 240%以上才是高利贷。据 1946 至 1948 年

《边铎月刊》所载有关镇宁、望谟、荔波、平越、威宁、施秉和黄平 7县情况,威宁的年利率最高,达 360%,镇宁和荔波位居第二,

均为 240%,施秉为 150%,望谟与黄平最低,但也高达 120%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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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常见的实物借贷形式,包括粮食借贷、耕牛借贷、农具借贷、赊欠日用品、预售农产品等等。耕牛借贷与农具借贷,本

质上是农户之间相互交换的方式,或全凭私人感情,“但是也有地主以耕牛农具供给佃农,亦不过以自有之资本投资于所属之土

地,供给佃户使用而已。赊欠日用品亦非主要借贷方式,因商店信用在贵州农村居于极次要之地位”
[16]
。 

与 1941至 1942两年的粮食借贷情况相比,1947年贵州借粮农家比例由35%上升到43%。信用、保证和抵押三种借粮方式,1946

和 1947 两年的情况亦有变化,即以抵押为主,分别为 49%和 50%。借粮还粮的利率,无论是 3 个月或 6 个月,均比抗战时期大幅度

提升。尤其是借钱还粮的利率,由 47%和 52%分别增加到230%和 140%,由此可见解放战争时期贵州乡村的社会经济,比抗日战争艰

难时期还要衰败[17]。 

1946 至 1947 年,信用与担保形式的最高月利率高达 30%,而抵押则高达 40%。虽然三种借贷形式的最低利率稳定,均为 10%,

但普通利率则均有增长,分别递增 2.8%、2.7%和 2.8%,并且均高于合会与合作社的借款利率上涨幅度。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抗战

中期的最高月利率出现在安龙,也只有 20%。1941年黔省农村信用、担保、抵押月利率分别为 1.5%、1.9%、2.3%,1947 年则分别

为 9.6%、9.8%、11.6%,增长了近 6倍。再将 1946、1947 年贵州的利率水平与全国进行比较。两年内全国农村信用、担保和抵押

借贷的最高月利率均高达 50%,分别超出贵州同期水平的 20%、20%和 10%。贵州的普通利率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8]。其中缘由,

或与贵州解放稍晚、战争影响较小有关。 

二、乡村借贷利率之整治 

一般而言,民间借贷利率畸高既是乡村社会经济严重分化的产物,反过来又固化阶层区隔并激化社会对抗
(1)*

。而民国时期贵

州乡村借贷,不仅是阶级关系的反映,还与民族矛盾纠葛不清,也就是借贷关系与人身控制相伴相生,使借债者或卖身为奴,或成

为长工。“苗寨中富民放账,其息甚大,钱 1 千,谷 1 石,一二年加息至数倍,不能偿,折以山地衣服各项,穷民虽受其盘剥,而仰以

为生,或即所折山地转求佃耕,或易他山地为之佃耕,听其役使,生死唯命,率以打冤家,无不从者”[19]334。“还有很多苗人,因负汉

人的债,专帮汉人做苦工来偿利息,进退都不能自由,操作尤其辛苦,若稍有不对,主人就加以鞭笞,简直像牛马一般”[20]。据调查,

罗甸县平亭村的布依族债务人如果不能按期偿还债款,须到债主家“帮工,借此抵偿债务。或以自己的儿女卖与债主抵债……家

奴以女性为多,奴主可以将其卖给别人为妻和任意打骂”[21]12。民国时期虽推广新生活运动,禁止蓄奴,但黔省地处偏远、民族复

杂,为抵债而卖身为奴者时有发生。 

乡村借贷往往与严苛的偿债规则捆绑。1935年,时人指出,“有不问利息之多寡,在借时即将利息先行扣取者……借款以银利

计者,其交付利息期限,多为 3 个月,过期不付,钱主多将利息加入本钱计算复利……以谷利计者,无论借款之期限为早为迟,在秋

收后务须将利谷晒干车净送交,否则钱主必差人坐索。”[10]1945 年的情况亦无显著变化,“高利贷须先扣去第 1期利息,松桃之印

子钱及京账,思南之阎王账,其利率恒在年利 10分以上。借粮之高利如加倍偿还固属司空惯见,有时利息且超过本金谷价,固农民

所受之剥削更甚。普通新谷上市,价格每跌,而求折价偿还。如借时 1斗米值 4千元,还时跌至 3千 2百元,即须还 1斗 2升 5,外

加息米,又如黔西有所谓‘照高不照低’者,即借谷折价偿还,原则上以还时市价折算,但如还时谷价低于借时,则又按照借时谷

价,而市价又以最高价格为准”[16]。另有一些借贷行为,农民由于借贷心切或者认识不清,往往自甘落入圈套,“钱主借钱于某人,

若贪其抵业之善,即令到交付利息之期,而借银者尚不前来交代清楚,彼亦不以为然。且有时就是借钱人送了利息前来交付,他还

得用甜言蜜语似乎关心的口吻,劝人拿回去使用,待手边宽裕时再付的也好。只是别人孥钱回去花了,日复一日,计其本利恰足与

抵业之价相等时,就是至亲戚友,亦得变脸催逼,毫不留情”
[22]

。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伊始,即试图以法律手段对民间借贷问题进行治理。1927年秋,规定年利率不得超过 20%,“通令各省市县

政府切实奉行”[23]。1931 年出版《民法债编总论》认识到债权人与债务人的社会地位强弱有别,“关于约定利率之限度,在学说

上有主张应加限制者,其理由以为债务人常处于经济上弱者之地位,债权人往往乘机以重利为盘剥,如果法律上不予限制,则债务

人受害甚大”,其中援引民法第 205 条相关规定指出,“民法明定约定利率至多不得超过 20%”,对于“超出部分债权人不得请

求”[24]123。1935 年出版的《民众法律常识》则指出:“重利盘剥,为法律所禁,固法定周年利率应为 5%……最高亦不得超过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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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又凡超过年利 12%者,满 1 年后,债务人得随时偿还,从未届期,债权人亦不得拒绝”[25]76。面对战后利率急剧上涨问题,时

任国民政府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以及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宋子文,曾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提出解决之道,

即在“四联总处之下,设置生产事业贷款临时审核委员会……责成国家银行会同商业银行及钱庄等全体金融机构,共同参加办

理。”[26] 

贵州地方当局在民间借贷问题上,亦并非全无作为。1919 年,沿河县行政公署即“禁止重利盘剥”并声称:“县属城乡地方,

债权关系往往夹杂不清,以银钱放账者,其月息竟抬至 3分或 3分以上,若周年计算,亦抬至 30%或 40%不等,……诸如此类习惯,均

属不良恶习,其结果惟使债务人陷于无力清偿之难,因之失业……特此禁止,不得重利盘剥。”[27]但据《沿河县志》记载,“高利

贷,在解放前形式多样,如‘打打钱’、‘大加利’、‘马打滚’等等,最低年利都超过 50%……高利贷在解放后随着金融事业的

发展,才基本杜绝。”
[28]440

 

三、放贷主体与治理困境 

南京政府时期对民间借贷问题的治理,切合了“标本兼治”的时论主张。如 1936 年,曾有学者提出,所谓治标之法,也就是运

用法律手段,“应利用司法之力量以限制高利贷之活动,及设法维持内地之秩序,以吸引一般投资者对于农村之投资。政府应在法

律上明白规定农村放款之最高利率,并切实使之实行。所规定之利率,必须切于实际,不可过于武断,同时又须使放款者不感觉利

率限制负担过重,而转其方向投资于其他企业。放款利率亦须按照放款数额之大小而有高低之别。法律公布之后,应酌量全国信

用状况之变迁,不时加以修正。”同时将农村信用合作社视为治本之策,“鼓励农人……实行合作,组织最理想之农村信用合作社,

利用此合理化之金融机关,以调节资金不足与过剩。盖农人在获得资金上之最大困难,为其信用地位低下,彼等若能组织信用合作

社,以全体社员连带责任对外往来,其信用地位必可提高,而贷款之利率亦可因以降低。且农家自有之零星资金,平常因乏储蓄之

便利,大多不能放出,如有信用合作社之组织,则可以低利将之存入,庶几游闲资金得以充分运用。农村资金供给总额增加,而贷款

利率无形中亦可为之减少矣”[29]277。 

实际上,国民政府的治理手段,基本切合上述思路,但效果并不显著,全国大部分农村借贷利率都高于法律规定的上限,所谓

“高利贷为平民金融之中心……然禁者自禁,而高利贷之跋扈如故”[30]。民国时期贵州乡村借贷利率畸高的原因非常复杂,资金

流向、农民负担及土地不均是高利货存在的主要原因[31],但放贷者的身份构成是乡村借贷问题整治无效的重要原因之一。 

民国贵州的放贷主体主要包括四类。一是地主、富农及商人。根据 1934 年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经济科的调查,贵州农村

借贷的主要来源是地主、富农与商人,仅有少量来自于典当、商店、银行与合作社,钱庄借款皆无,且地主、富农、商人借款来源

超过 82%,远高于全国平均值的 67.6%。抗战时期的放贷主体略有变化。合作社借贷比例达到 37%,但私人借贷仍占第 2 位,高达

35%,超出全国 8%。将商店借贷与私人借贷相加,比例达到 41%
[32]
。随着国民政府保甲制度的推行,贵州的地主、富农、商人在乡

村之中依靠自身经济政治优势通过借贷手段攫取利益,作为乡村互助方式的“积谷贷放”,“仅由少数土劣把持……乱扯一些姓

名,拢统借来,高利转贷,真正无粮下种的贫农是没法借获的。”[33] 

二是政府官员参与放贷。在职官员通常利用政治身份,以求投资获利。盘县曾有官员集资建立“利群合作社”,1946 年 9月,

由时任盘县参议长的王仲云出任名誉董事长,前任盘县城区区长余显志出任总经理,每人凑股金 10 万元,共筹集法币 300 万元作

为流动资本开展业务,包括短期价款、短期典当业务等。“个别贷户如企图赖账的,由经理与保警队联系协助催收……张 XX因借

款不还,被保警队扣押”[34]。官员放贷利用手中职权与政商两界的影响,确保投资安全与收益稳定。民国时期普通民间借贷纠纷,

官署往往不予受理,而官员却利用权力进行借贷投资。 

三是少数民族土司土目。历经明清时期改土归流,黔省少数民族土司制度大多不复存在,但土司作为一种尊位,依旧享有大片

田庄,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地方势力。1912 年,南龙桥土司安健指出,“贵州土司今日衰极,盖自鄂尔泰收回土司行政权而后,

各家土司已无管辖词讼、钱粮、兵马之权,与川滇诸土司异。惟空存衔名,而隶于地方官之下,习惯上受所辖土民之尊敬,盖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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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恰如地方之团总土豪而已,辖地大者七八千户,小者千余户……土司亦有私有田地招佃承种。”[35]黔西地区的彝族土司、土

目,不仅拥有大量田产,甚至拥有武装,并在国民政府支持下对辖区进行统治。黔西纸厂区石板乡黑彝土目安辉武,产业遍布毕节、

织金、黔西、大方、金沙等地,“有私人武装,私设监牢”,黔西县 11区中的 7个区都有安辉武的土地,石板乡、金坡乡、陶井乡、

红水乡等地约有 50%左右的土地为安土目所有,“还放有大量的高利贷。其利息一般都是借一还二,甚至还有更高的。”[36]威宁县

龙街等地,“牛棚子土目放出的粮食,名义上不要利息,实际上利息还高于一般,其利率高达 300-500%。牛棚子土目规定借粮债户

还粮时认涨不认跌,粮贵要粮,粮贱要钱”[37]43。 

最后,天主教会与教士亦大量放贷。近代云贵地区属法国势力范围,天主教会在黔影响强大。1846 年,天主教贵州教区成立,

先后在境内设立教堂、教会,在各地占有土地 4 万亩,年收谷租 2 万石,同时发放高利贷,年利率达 30%。贵阳县法籍教士施恩自

1926 年起,“以 10 万银元放债,借户须以田地、房产契约作押,到期不还,以利作本,利上加利”
[38]74

。“贵州为中国最贫瘠之一

省”,1927 年以前岁入近三四百万元,此后“军事日渐扩张……至六七百万元”[39]。10 万银元巨款相当于同期贵州财政收入的

2%-3%。 

无论是军阀主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贵州乡村的借贷利率普遍居高不下。若置于全国背景下考察,军阀时期贵州的

借贷利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显然与贵州经济地位居末相关。抗战时期与全国平均利率基本持平,则是资金大幅涌入贵州的

反映。解放战争时期低于全国平均利率,则与战争影响稍晚相关。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伊始,则试图通过法律手段治理民间借贷利率偏高的问题,但显然成效不彰。其根本原因,当然是受制于社

会性质
(1)*

,是“社会整个关系的一环”
[40]250

,也与农民的保守性格和交易能力有关,即“辨别一笔借款或一项交易的能力往往非常

欠缺,尤其因为保守性的心理和习惯关系,即使在有公益性质的‘农业信用机关’可供利用的地方,他们也往往不踌躇的宁愿去

向私人放债者求助,虽然有时候他们也明明知道这是不利自己的,因此农民阶级是更容易陷入高利贷的毒蝥中”[41]214。而农民放弃

正规金融机构,而转向私人借贷,则与两者借贷手续繁简有关,“新式金融机关,手续较紧,且多抵押信用,利息较低。私人放款,手

续较简,利息绝高……农村的贫农,知识简陋,信用不足,多数必须依靠私人资金的供给。”[42]但银行放贷趋向受到权势阶层的操

控,更加加剧了此一现象,“银行不肯借钱给无保障或散漫的农民,他们所贷予的只是一些土豪劣绅,这些土豪劣绅用一分或几厘

的息,从银行里把钱借出来,然后以二分、三分的息,转借给农民,一转手间,赢利数倍,所以现在银行,只是上流社会银行,而非普

通人的银行,银行利益的享受者,只是土豪劣绅,而非穷苦农民。”[43]209 而由放贷者自身来规范民间借贷市场,其难度可想而知,其

效果亦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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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享厚利……在社会方面,容易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矛盾。”参见:《怎样取缔高利贷》,《湖南合作》,1948(1)。 

3(1)“收租放债,向来是中国地主们的两条生财大道,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头颈上两条最沉重的铁链。利息的负担同田租的负

担比较起来,其重要程度虽然不如佃租,但是比较佃租更加来的普遍……高利贷和资本主义社会借贷资本,包含着完全不同的社

会性质。半封建的土地关系,是孕育高利贷的最有利的社会基础(因为那些半封建的自耕小农和饥饿的佃农,最容易受到高利贷的

束缚);同时商业资本控制农业生产,更加容易引起高利贷的猖獗。”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第 91-94

页。 


